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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三江源地区高山草甸土（Alpine Meadow Soil）形成时代与发育模式对理解青藏高原高山草甸土成土过程机制

具有重要意义。本研究选取三江源地区 21 个高山草甸土剖面，利用光释光（OSL）测年技术对草毡层和母质层进行

测年，并结合土壤粒度特征，分析其成土过程。结果表明：三江源地区高山草甸土剖面草毡层形成时间在 1 ka 以内。

母质发育多数集中在末次冰消期以来，少数在末次冰期间冰阶。母质粒度曲线多呈现三峰模式，40~60 μm 粉砂为主

峰，含量最高，粒度频率曲线与典型黄土物质相似，指示风尘物质是草甸土发育的重要母质来源。末次冰消期至全

新世阶段，气候因素主导风尘输入速率与成土强度，母质年代多集中于晚全新世，表明晚全新世干冷气候条件下，

风尘释放增强，为草甸土提供了关键的成土物质，揭示三江源高山草甸土发育模式为“混合母质-风尘加积型”发育

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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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us, this study aimed to determine the formation ages, parent material sources, and dominant climatic controls of the Alpine 

Meadow soils, in order to elucidate their developmental patterns. 【Method】In this study, 21 alpine meadow soil profiles 

from the Three-River Headwaters Region were selected. Optically stimulated luminescence (OSL) dating was applied to both 

the turf layer and the parent material layer, combined with grain-size analysis to investigate soil formation processes. 

【Result】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formation ages of the turf layer are generally within 1 ka. The parent material was mainly 

formed since the last deglaciation, with a few samples dating back to interstadials of the last glacial period. Grain-size 

distributions of the parent materials commonly exhibited a trimodal pattern, with a dominant peak at 40–60 μm (silt fraction). 

The grain-size frequency curves were similar to those of typical loess, indicating that aeolian dust is an important source of 

parent material for alpine meadow soil development. During the period from the last deglaciation to the Holocene, climate 

played a dominant role in controlling both aeolian dust input and pedogenic intensity. The concentration of parent material 

ages in the late Holocene suggests enhanced dust availability under relatively cold and dry climatic conditions, which 

provided essential materials for soil formation. 【Conclusion】These findings indicate that alpine meadow soils in the 

Three-River Headwaters Region follow a development pattern characterized as a “mixed parent material-aeolian accretion 

model.” 

Key words: Three Rivers Headwater Region; Alpine meadow soil; OSL dating; Grain-size distribution; Soil development 

土壤年代学作为揭示土壤形成与演化过程的基础性科学问题，在青藏高原高寒土壤研究中尤为

关键[1]。然而，由于长期缺乏可靠的年代测定手段，青藏高原高山草甸土的形成时代、发育时间及

其与气候环境变化的响应规律认识不足。特别是在高寒草甸生态系统广泛的三江源地区[2]，现有研

究多侧重于土壤理化性质与生态过程[3]，而目前草甸土的形成年代证据仍有限，使得关于其发育模

式、母质来源以及气候驱动机制的讨论缺乏年代学支撑，阻碍了对高寒土壤演化过程的深入理解。 

传统土壤年代测定多依赖放射性碳同位素 14C 方法[4]，但由于表层土壤持续接受新鲜碳输入，测

年结果往往偏年轻[5–6]。近年来，光释光（Optically Stimulated Luminescence, OSL）测年技术的发展

为高寒土壤年代学研究提供了新的手段[7]。通过测定土壤中石英和长石等矿物颗粒的埋藏时间，相

关研究已在青海湖流域及黄河上游地区获得较为可靠的草甸土发育年代[8–11]，并指出风尘输入在土

壤形成过程中的重要作用[12–14]。然而，现有 OSL 研究对高山草甸土发育过程的认识不够深入，具体

表现为：①缺乏基于土壤发生层的分层 OSL 年代分析，难以区分母质堆积期与成土发育期，也无法

定量评估土壤加积速率；②对风尘、残积、坡积等多源母质混合条件下土壤发育的阶段性认识仍有

待深化。这些不足限制了对高寒草甸土形成机制的深入理解。 

三江源地区是青藏高原高山草甸土典型且分布广泛的区域之一。尽管 OSL 测年已在青海湖流域

及黄河上游取得进展，但该区域高山草甸土尚缺乏基于土壤发生层的 OSL 分层年代学约束，多层位

发育过程及其对气候变化的响应机制仍不明确。为此，本研究采用 OSL 年代学方法，按土壤发生层

（重点聚焦草毡表层和母质层）系统测定典型剖面的埋藏年代，并结合粒度与地球化学指标，旨在

建立高山草甸土的 OSL 年龄序列，确定其初始形成时代与加积速率，区分风成与残积等物源贡献，

揭示多源母质条件下的土壤发育阶段，探讨上述发育过程与晚第四纪气候变化的耦合关系，为高寒

地区土壤演化研究提供年代学约束。 

1 材料与方法 

1.1 研究区概况 

三江源地区(31°39′-36°16′N，89°24′-102°23′E )位于青藏高原腹地，平均海拔 4 461 m 以上。整个

区域内地形起伏度大，尤其东部和东南部山体坡度大，地形多峡谷、悬崖。西部、北部和中部地区

高程值虽然高，属高原山地地形，但是地形在纵向变化较小，整体较平坦，保持了青藏高原多山地

的地貌特征。气候属于典型的高原大陆性气候。长江、黄河和澜沧江降水量年平均值依次为[2] 337.0 

mm、450 mm 和 508.2 mm，由于是三大江河的发源地，支流与湖泊众多。植被类型包括高寒森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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灌丛、草甸、草原、荒漠等各类生态系统，其中高寒草甸和高寒草原是三江源区主要的植被类型[2]。

区域内土壤呈现明显的垂直和水平地带性趋势特点，表现出粗骨性、土层薄、黏性低、多石砾粗砂、

成土时间短等特征，土壤化学与生物风化作用弱而物理作用强，以砂质壤土为主。主要类型有高山

寒漠土（Alpine Desert Soil）、高山草甸土（Alpine Meadow Soil）、高山草原土（Alpine Grassland Soil）、

沼泽土（Swamp Soil）和栗钙土（Phaeozem）等。 

1.2 采样设计 

对三江源区的气候、地貌、植被等进行系统的野外考察，按照“典型性、代表性、一致性”原

则布设样点。选择在海拔 3 600 m 以上，莎草科嵩草属植被覆盖下的典型高山草甸土剖面，剖面分

布的地貌以山地，冲-洪积扇、河流阶地为主。共采集了 21 个高山草甸土剖面，采自黄河流域的玛

沁、甘德、达日、玛多，长江流域的通天河、称多、清水河、歇武，澜沧江流域的囊谦等地区（图

1）。对剖面不同发生层进行系统采样，其中 OSL 样 57 个，环境指标样 160 个。选取的剖面植被覆

盖度约为 95%，以高山嵩草（Kobresia pygmaea）和矮生嵩草（Kobresia humilis）为优势种，杂草为

珠芽蓼（Polygonum perfoliatum）、针茅（Stipa capillata）、马先蒿（Artemisia maritima）、蕨麻（Lycopus 

lucidus）、圆穗蓼（Polygonum lapathifolium）等。剖面均在每个不同的土壤发育层采集一个 OSL 样，

以 10 cm 间隔采取环境指标样，剖面图及详细信息见图 2。部分剖面中草毡层有机根系极为发达，

细粒矿物含量较低，不利于获得足量且纯净的 63~90 μm 石英颗粒，同时，部分母质层砾石含量高、

结构松散，细粒组分比例较低，难以分离出满足 OSL 测试要求的矿物颗粒。在此情况下，为保证测

年材料的可靠性与代表性，选择在草毡层底部或母质层顶部的过渡层采集样品进行测定。 

 

图 1 样点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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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 1 Distribution of sample points 

 

图 2 三江源典型地貌及高山草甸土剖面发生层、OSL 样品 

Fig. 2 Typical geomorphology of the Three-Rivers Headwater Region and alpine meadow soil profile horizons with OSL 

sampling  

1.3 光释光年代测定 

光释光（OSL）测年是对沉积物最后一次曝光事件年代的测定，是由测定光晒退的沉积物发展

而来。测定年代是计算土壤中石英矿物最后一次暴露后埋藏的时间。在实验室中，通过对年代样品

进行定量的人工辐照，建立生长曲线（图 6），获得矿物埋藏时间积累的辐射总量，为等效剂量

（Equivalent Dose，De）。环境剂量率（Dose rate, Dr）是单位时间内矿物所累积的能量，也受经纬度、

海拔高度、含水量、采样深度等因素影响。计算公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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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ge（ka）=De（Gy）/Dr（Gy/ka）                             （1） 

式中，Age 表示年代；De表示等效剂量；Dr 表示环境剂量率。 

本文 57 个 OSL 样品预处理及等效剂量测试工作在青海省自然地理与环境过程重点实验室（暗

室弱红光，中心波长约为 655±30 nm）进行。等效剂量测量所用仪器为 RisØ TL/OSL-AD-20-C/D 型

热/光释光仪，辐照源为人工 β 源 90Sr/90Y，每秒辐照剂量率为(0.11±0.002) Gy·s-1。其方法采用石英

单片再生剂量法[15](single-aliquot-regenerative-dose protocol, SAR)。环境剂量铀、钍、钾含量的测试

在西安地质调查中心完成。本研究选取 63~90 μm 粒级石英颗粒作为 OSL 测年对象。环境剂量率计

算中统一采用含水量 10%±5%。该取值参考区域既有 OSL 研究成果，并结合研究区高寒半干旱环境

条件进行估算。考虑到高寒地区含水量可能存在季节性波动，采用±5%的不确定范围进行修正。在

该区间内，含水量变化对最终 OSL 年龄的影响处于统计误差范围之内。 

1.4 土壤样品测定 

粒度试验在青海省自然地理与环境过程重点实验室完成，土壤粒度前处理采用鹿化煜和安芷生
[16]的方法，测量所用仪器为英国 Malvern 公司生产的 Mastersizer 2000 型激光粒度仪，其测量范围为

0.02～2 000 μm。文中 Zr、Nb、Ti 等土壤元素含量的测定在西安地质调查中心完成,样品采用氢氟酸、

硝酸、高氯酸分解，并去除体系中的残余高氯酸，避免蒸至完全干燥，用王水溶解后移至聚乙烯试

管中，定容摇匀后使用美国热电公司 iCAP RQ 型电感耦合等离子体质谱仪测定，TiO2、K2O、Al2O3

等土壤氧化物含量采用荷兰帕纳科 Axios 型波长色散 X 荧光光谱仪测定。 

2 结 果 

2.1 高山草甸土粒度分布特征 

粒度分布是识别物质搬运的主要途径和方法，也是评估沉积物分布情况的重要手段[13]。根据粒

径划分分析（图 3a），三江源地区不同母质类型的高山草甸土均呈现以砂和粉砂为主的粗质结构，

但具体粒级特征存在显著差异：风积母质和洪积母质高山草甸土分布在砂质粉砂~粉砂，粉粒含量偏

高，最大值为 80％。冲积母质高山草甸土粒径集中在砂质粉砂~砂，砂粒含量偏高，最大值达到 90％。

整体三江源高山草甸土砂粒含量为 40%~70%，粉粒含量为 20%~50%，黏粒为 5%~15%。反映出三

江源高山草甸土物源和母质发育的复杂性。粒度频率曲线显示，三江源高山草甸土剖面以三峰态模

式分布（图 3b），剖面在 1~16 μm、20~200 μm、200~1 000 μm 间各有一小峰，主峰集中在约 60 μm，

对应含量较高、分选较好的粗粒组分，次峰峰值分别为 8 μm、500 μm。各剖面平均粒径介于 12~71μm

间，中值粒径介于 11~58 μm 间。 



土 壤 学 报 

Acta Pedologica Sinica 

http://pedologica.issas.ac.cn 

 

 

图 3 (a)不同类型高山草甸土的土壤质地类型；(b) 不同母质的高山草甸土和 HB 黄土的粒径分布曲线；(c) 草毡层与

母质层的粒度曲线 

Fi. 3 (a) Soil texture classes of different types of alpine meadow soils; (b)Grain-size distribution curves of alpine meadow 

soils developed on different parent materials and HB loess; (c)Grain-size distribution curves of the turf layer and the parent 

material layer 

2.2 地球化学元素比值特征 

图 4 显示了三江源地区高山草甸土、HB 黄土[17]（Loess）与 YS 红土（采自治多县东南部军永

唐，地势平坦，剖面深度 70 cm，土壤松散，颜色偏红）。在多个元素比值（如 K2O/Al2O3、TiO2/Al2O3、

Zr/Nb）上的差异。元素比值对比能够反映不同沉积体系的物质来源特征及其混合程度，是识别母质

组成差异的重要手段[18-19]。已有研究表明，黄土沉积物在空间与时间尺度上具有多源混合特征[18]，

即便整体地球化学组成相对接近，其来源组成仍可能存在差异。因此，通过与区域典型风成沉积（HB

黄土）及不同成因类型沉积物（YS 红土）的对比，有助于判识研究区母质的组成特征。高山草甸土

与 HB 黄土的 K2O/Al2O3比值集中在 0.19~0.23 之间，分布区间高度重叠，表明二者在物质组成上具

有一定相似性，可能反映风尘物质的参与。相比之下，YS 红土在部分元素比值上呈现差异分布，尤

其在 Zr/Nb 比值上与草甸土和 HB 黄土存在明显区分，指示研究区母质并非单一来源，而是在风成

物质输入背景下叠加了其他沉积过程的影响。整体分析，元素比值分布特征支持研究区母质具有混

合性质，而风尘输入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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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三江源地区高山草甸土、黄土、红土的 K2O/Al2O3-Zr/Nb、K2O/Al2O3-TiO2/Al2O3、TiO2/Al2O3-Zr/Nb、

K2O/Al2O3-Zr/Ti 图解 

Fig. 4 K2O/Al2O3-Zr/Nb, K2O/Al2O3-TiO2/Al2O3, TiO2/Al2O3-Zr/Nb, and K2O/Al2O3-Zr/Ti discrimination diagrams of alpine 

meadow soils, loess, and red clay in the Three-Rivers Headwater region 

2.3 OSL 测年结果 

2.3.1 释光特征  通过对样品的衰退曲线、生长曲线分析（图 5a, 图 5b, 图 5c）：不同母质的高山草

甸土样品均显示 OSL 信号晒退较好，在前 2 s 快速晒退至背景值，石英信号均以快组分为主，表明

样品 OSL 信号较强，埋藏前晒退充分，所有样品的生长曲线均能很好地用线性加指数的方程进行拟

合。指示所采集的样品适合用于光释光测年。在测量 De 值之前对样品进行了预热温度坪实验，预热

温度在 180~260℃时样品的等效剂量值较一致，误差小，并且测定的剂量和给定的剂量值比值在

0.9~1.1 之间（图 5d），几乎接近于 1，恢复剂量与已知剂量具有很好的一致性，因此本项工作中等

效剂量的测量是可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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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典型剖面的衰退曲线、生长曲线（a,b,c）和剂量恢复试验（d） 

Fig. 5 Growth and decay curves of the sample (a,b,c) and dose recovery test(d) of typical profiles 

2.3.2 释光年代  本研究共采集 OSL 样品 57 个，涵盖草毡层（12 个）与母质层（45 个），采样剖面

位置及厚度见图 2。草毡层厚度 10~30 cm，测年结果显示其发育时间集中于晚全新世。风积母质剖

面草毡层年代为 1.5~0.6 ka，洪积母质为 0.9~0.4 ka，冲积母质为 1.1~0.2 ka。整体草毡层形成年代主

要集中在 0.9~0.2 ka，频率峰值约 0.4 ka，次级峰值约 1~0.9 ka（图 6），表明三江源地区草毡层的主

要形成期为全新世晚期 1.5 ka 以来。 

 
图 6 高山草甸土剖面草毡层年代分布与频率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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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 6 Age distribution and frequency curve of turf layer in alpine meadow soil profiles 

母质层 OSL 样品采集自 18 个剖面。其中，风积母质层（KQ、ZLS、XQ、GME、LRL 剖面）

11 个样品的年代为 13.5~0.7 ka；洪积母质层（DLK、GLJC、DDC、CD、LJ、HSX、QSH、TTH、

DCRC 剖面）16 个样品的年代为 43.7~0.6 ka；冲积母质层（DW、HHX1、HHX2、XW 剖面）8 个

样品年代为 24.9~0.1 ka。需说明的是，XW 和 LJ 剖面因草毡层或母质层细粒矿物不足，采用过渡层

样品替代测年[8]。整体上，三江源高山草甸土母质层的形成时间涵盖了末次冰期至全新世（43~0.1 ka）

（图 7a, 图 7b），年代频率分布显示其主要集中于末次冰消期至早全新世和晚全新世，末次冰期间

冰段亦有少量分布。 

 

图 7 高山草甸土剖面母质层年代分布与频率曲线（a）、概率密度图（b） 

Fig. 7 Age distribution and frequency curve of parent material layers in alpine meadow soil 

profiles(a)，probability density(b) 

3 讨 论 

3.1 高山草甸土的物源指示：风尘输入的粒度与地球化学证据 

三峰态粒度分布可解释为悬移（1~16 μm）、近源风成跃移（20~200 μm）以及高能水动力搬运

（200~1000 μm）三类输入方式共同作用的结果，这一特征与风成–水成复合沉积在强动力环境中的

粒度结构认识相吻合[12,20]。前人研究认为[21]，一般<20 μm 的粉尘能长时间悬浮并被风力远距离输送。

本研究区草甸土约 8 μm 的细粒组分可能为远源搬运的粉尘。约 60 μm 主峰与 HB 黄土主峰位置一致
[17]，指示该粒级组分可能主要来自区域尺度的尘暴或近源风成沉积；该主峰在不同母质类型剖面中

均较为稳定，说明风尘输入对三江源高山草甸土的发育具有基础性和持续性贡献。 

冲积母质中约 500 μm 组分主要为流水作用的产物，反映了河流或洪水在高能量环境下对砂砾物

质的搬运与堆积。在构造运动或气候变化驱动下，河谷-冲洪积扇体系发生下切与堆积调整，形成阶

地或河漫滩等地貌单元，其沉积物表现为典型的“上细下粗”的二元结构：剖面底部保留高能流水环

境下堆积的砂砾层，向上逐渐过渡为粉砂-细砂为主的泛滥层和漫滩沉积。图 3b 中砂、粉砂含量沿

剖面自下而上的变化清晰展现了这一趋势：底部层位砂粒含量高、粉砂含量相对较低，向上砂粒逐

渐减少、粉砂和细砂显著富集，上部则演化为以 40~60 μm 粉砂为主、分选较好的风积母质段。这种

从粗到细的垂向序列记录了水动力逐步减弱的过程，也为后期风尘加积提供了稳定的沉积接受面，

有利于在冲积基底之上叠加形成风成母质层和草毡层[22]。 

元素地球化学分析进一步支持风尘输入的物源贡献。高山草甸土与 HB 黄土的 K₂O/Al₂O₃比值高

度重叠，表明二者在物质组成上具有相似性，指示风尘物质的参与。YS 红土在 Zr/Nb 等比值上与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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甸土和 HB 黄土存在明显差异，结合粒度特征，表明研究区母质并非单一来源，而是在风成物质输

入背景下叠加了其他沉积过程（如冲洪积、残积）的影响。类似的现象在青海湖布哈河流域[23]和祁

连山地区[14,24]也有报道，进一步证实草甸土的母质中风尘物质的贡献显著，且与下伏基岩无继承性

关系[25]。 

3.2 草毡层的形成时代与风尘加积速率 

三江源高山草甸土草毡层在不同母质上的发育时间均集中于晚全新世（1.5 ka 以来）。这一时期

区域风沙活动相对频繁，风力能够将风尘物质广泛搬运和堆积至不同地貌部位，为草甸土发育提供

了持续的细粒母质来源。这一年代框架与青藏高原东北部其他地区草毡层的 OSL 和¹⁴C 年代结果一

致[8–9,25-26]，均指示晚全新世以来风尘加积显著增强，是草毡层形成的主控过程。 

草毡层的 OSL 年龄可视为表层草甸土形成与稳定的时间序列，即草甸土发育的上限年龄[22]，该

年龄记录了风尘物质最终埋藏与固定的时间。不同母质类型的草毡层年代略有差异：风积母质剖面

整体偏老（1.5~0.6 ka），洪积与冲积母质剖面相对年轻（1.1~0.2 ka）。12 个草毡层年代的频率峰值

出现在约 0.4 ka，对应于小冰期气候寒冷阶段，指示区域风力条件增强、风尘输入显著增加；次级

峰值约 1~0.9 ka，对应于气候由暖湿向偏冷干调整的时期，与区域风尘重新活跃的阶段相吻合[27]。 

基于年代结果和草毡层容重，采用以下公式计算风尘输入通量：通量=容重×草毡层厚度/沉积时间。

计算所得通量介于 77~1150 g·m-2·a-1 之间，与现代风尘输入处于相近数量级[22]，表明晚全新世以来

三江源地区草毡层的形成同样依赖持续较强的风尘加积过程。地势较高的剖面（如 HHX1、LRL 等）

风尘通量偏高，表明其处于风向上的物质捕获位置。总体而言，风尘不仅是草毡层发育的关键外源

物质来源，也是维持高山草甸生态系统土壤形成过程的重要驱动力。 

3.3 母质层的年代与气候驱动 

根据 OSL 测年原理，所测年龄反映矿物颗粒最后一次曝光后的埋藏时间[15]。在风尘持续加积背

景下，母质层顶部的年龄更接近成土过程的上限，底部年龄则反映母质堆积的早期阶段。本研究中，

过渡层样品（XW、LJ 剖面）的年龄介于草毡层形成与母质沉积结束之间，其年龄解释具有一定的

不确定性，本文将其视为近似上限或阶段性参考年龄，整体年代框架基于多剖面、多样品的统计分

布特征进行综合判断。 

从年代分布来看，三江源高山草甸土母质层形成时间跨越末次冰期至全新世（43~0.1 ka），主要

集中在末次冰消期至早全新世和晚全新世。在冰期–间冰期尺度上，高原腹地土壤发育的主控因子是

气候，其中温度尤为关键[28]。末次冰期盛冰期及深海氧同位素 4阶段（MIS 4），气温较现今低约 7~8℃，

高寒草甸生态系统可能退化为高寒荒漠，植被盖度和生物生产力显著降低，同时风速较大，风尘捕

获能力较弱，土壤呈零星片状发育[29]。进入 MIS 3 阶段后，气候逐渐转暖，温度升高，植被逐步恢

复，风速减弱，风尘捕获能力增强，土壤开始由零散向连续发育转变[30-31]。前人研究亦表明，青藏

高原不同类型沉积记录（如黄土-古土壤序列及湖泊沉积等）中，土壤发育主要发生在间冰期及冰期

内部相对温暖湿润阶段，这一规律与本研究中母质层年代分布及其与气候变化的对比结果（图 8）

具有良好的一致性。 

末次冰消期至全新世早期（约 15~8 ka），冰芯记录显示温度显著升高[32]，湖泊沉积表明青海湖

及周边地区水位上升、沉积环境趋于稳定[33]，孢粉记录亦指示植被覆盖增加、湿生植物扩展[34-35]，

共同表明该时期相对温暖湿润，为土壤发育提供了有利条件。中全新世（约 8~4 ka）气候相对暖湿，

植被覆盖度进一步提高，有利于成土作用的加强及土壤性质的进一步演化[36]。晚全新世（约 4 ka 以

来）气候总体呈相对偏干或波动增强特征，风尘活动较为强烈，成为重要的粉尘输入期与母质形成

阶段（图 7b）。因此，尽管末次冰消期至全新世整体气候有利于土壤发育，但成壤强度在不同阶段

存在明显差异。 

与此同时，区域冲洪积等地貌过程受到气候与构造的双重控制，尤其在气候转型期，河流下切

与堆积过程频繁交替，为土壤形成提供了大量冲洪积母质。不同母质类型的年代跨度差异也反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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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形成过程与地貌位置的差异：洪积母质出现最老年龄（43.7 ka），可能与其长期接收山前洪积扇堆

积有关；风积母质年龄集中于晚更新世晚期至全新世（13.5~0.7 ka），反映风尘加积的持续过程；冲

积母质年龄（24.9~0.1 ka）则与河谷阶地发育及河流改道历史相关。 

 

图 8 青海湖湖面变化[31]（a）与母质层 OSL 年代（b）对比图 

Fig. 8 Comparison between lake-level variations of Qinghai Lake[31] (a) and OSL ages of the parent materials layer(b) 

3.4 三江源高山草甸土的多源多阶段发育模式 

综合上述分析，三江源高山草甸土的形成可概括为以下多源、多阶段复合发育模式。在成土演

化初期，构造运动与气候变化驱动的冲洪积过程为土壤发育提供了基础母质（砂砾层）。随着水动力

减弱，沉积表面趋于稳定，植被逐步发育，增强了地表对风尘的捕获能力。风尘捕获与风尘加积共

同促进了草甸土向上“加积式”发育，在同一剖面中表现为下部发育粗颗粒的冲积或洪积母质，上部

被更为均一、分选较好的风积粉砂所覆盖。三种母质类型草甸土的草毡层粒度多集中在粉砂粒级且

主峰相近，也证实了其不同阶段的母质差异。 

在气候驱动方面，温度转暖为土壤发育提供基本环境，风尘输入与植被变化在不同阶段对母质

形成与成壤强度起到重要调节作用。晚全新世以来，特别是小冰期前后，风尘输入显著增强，草毡

层广泛发育。最终，三江源高山草甸土形成了以冲-洪积沉积为基础、叠加风尘输入并持续加积的多

源、多阶段复合发育模式，这一特征在青海湖流域及安多地区亦有类似报道[12,23]。 

4 结 论 

本研究通过土壤粒度组成、常量与微量元素地球化学物源示踪及按发生层开展的系统 OSL 年

代约束，揭示三江源高山草甸土属于风积、洪积、冲积沉积物共同构成的混合母质成因体系，三峰

式粒度分布分别记录远源高空粉尘沉降、区域近源风尘堆积与局地高能流水搬运三种沉积动力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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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球化学元素比值对比进一步佐证风尘物质是该区土壤发育最主要的外源母质；母质层沉积时代跨

度覆盖末次冰期至全新世，成土演化整体受冰期—间冰期尺度气候波动主导，末次冰消期—早全新

世与晚全新世为母质集中堆积时段，晚全新世干冷气候背景下风尘通量提升促使草毡层于 1.5 ka 之

内集中加积成型；地形地貌差异造成风积母质持续连续加积、冲洪积母质呈间断性事件堆积的年代

序列分异，最终确立三江源高山草甸土以冲洪积沉积物为基底、叠加晚更新世以来多期风尘输入、

草毡层在晚全新世集中发育的多源多阶段复合成土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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